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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空間碎片，即對現役衛星構成碰撞風險的人造軌道垃圾，是影響未來太空任務設計和

作業的一項日益嚴重的威脅。碎片的增加引起美國軍方及私營航天公司等各方面的關

注，他們正試圖通過政治和技術手段減少未來的碎片泛濫。

2010年度的美國國家太空政策為解決太空擁堵問題提出了幾條政策建議。其中一

條主要建議是要求美國政府機構推動衛星定位數據的共享，因為這樣一來可以預測（進

而避免）潛在的碰撞事件。這種類型的信息稱為空間態勢感知數據。一直以來，追蹤

這些信息的組織將其視為專有或敏感性質。

本文通過研究可能會妨礙各方面更自由地共享數據和程序的一些行為和心理障

礙，旨在促進數據共享過程。具體來說，本文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信息共享主要是面

臨什麼樣的心理和動機障礙？美國空軍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推動改善航天事業各單位

的信息共享？ 

本報告的受眾主要是那些熟悉空間態勢感知這一技術概念，但對信息共享背後的

行為動機缺乏瞭解的人士。瞭解信息共享背後的心理，可以幫助高層決策者和政策專

家在與私營行業或外國磋商未來協議時做出更有效的選擇。這項研究對於在公共部門

和私營部門從事空間態勢感知的技術和政策有關工作的人員，美國政府的立法和行政

部門，乃至美國空軍都頗有意義。

本文代表蘭德公司在空間碎片方面的最新研究。首篇專著題為《面對空間碎片：深

水地平線等類似實例得出的策略與警示》（Baiocchi和Welser，2010年），由美國國防

高級研究計劃局資助，著力於借鑒航空航天工業以外的經驗來解決空間碎片問題。這

篇專著對空間碎片問題進行了廣泛調查，本文則深入探討美國空軍及其他航天機構可

以採取哪些措施，通過增加數據共享來推動改善空間態勢感知。

這項研究獲得美國空軍助理部長辦公室（採辦處）（SAF/AQS）太空項目主任約翰 ·

海頓（John Hyten）少將及羅伯特 ·凱勒（C. Robert Kehler）上將（AFSPC/CC）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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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六十年，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組織已經意識到太空資產的優勢所在。目前，能夠獨立

發射無人軌道飛行器的國家屈指可數。更多國家也通過與他國合作，利用已計劃發射

的宇宙飛船或火箭的剩餘容量，發射所謂搭載載荷。此外，亞利安太空公司、軌道科學
公司及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等私人公司，已著手向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提供

額外的太空運輸能力。

隨著航天活動日益頻密，現役衛星的數量相應增加，空間碎片更是劇增。結果，這

個問題引起美國軍方及私人航天公司等各方面的關注，他們試圖通過政治和技術手段

減少未來的碎片泛濫。

2010年度的美國國家太空政策（白宮，2010年）為解決太空擁堵問題提出了幾條

政策建議。其中一條主要建議是要求美國政府機構推動衛星定位數據的共享，因為

這樣一來可以預測（進而避免）潛在的碰撞事件。這種類型的信息稱為空間態勢感知
（SSA）數據。鑒於此類信息可以揭示衛星運營者的意圖或弱點，一直以來，追蹤這些

信息的組織將其視為專有或敏感性質。

本文通過重點研究可能會妨礙各方面更自由地共享數據和程序的一些主要行為和

心理障礙，旨在促進數據共享過程。具體來說，本文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信息共享主

要是面臨什麼樣的心理和動機障礙？美國空軍（USAF）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推動改善

航天事業各單位的信息共享？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主要借鑒了側重於個人層面信息共享的研究文獻，以考

察可能會影響決策者制定某些信息共享政策的潛在心理和動機因素。相對於各種由民

族國家等宏觀層面研究此問題的學科（如政治學）而言，這無疑另辟了一個觀察角度。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太空俱樂部的背景下，更多宏觀層面的因素和組織動態（包括

本報告範圍以外的法律、安全和政治等問題）也將發揮作用，影響這些心理和動機障

礙最終如何體現和影響政策決策。此外，本報告主要專注於心理和組織行為方面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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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文獻。事實上，經濟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等其他學科也可以就太空俱樂部成員之間的

信息共享問題提供更多視角，而不囿於目前的文獻回顧範圍。

信息共享的障礙

對於太空俱樂部的決策者而言，信息共享面臨幾個主要的障礙。首當其衝的是對競爭

與合作程度的把握。俱樂部內部難免存在競爭對手，例如美國與其他國家或私人公司

相互之間在業務上的競爭。如果彼此越是將對方視為競爭對手，並認為信息共享不利

於自身目標的實現（即存在不願共享信息的動機），則信息共享的意願度也就越低。

同理，正因為擁有信息被視作一種競爭優勢和一項話語權，研究發現在這種情況

下與他人（尤其是競爭對手）共享信息則需要相當大的互信。出於國防和間諜衛星的存

在及其所需的各種保密和安全措施，太空俱樂部成員間很難建立起完全的互信關係。

但是，倘若成員間毫無互信可言，信息共享也就成了空談。即便有成員共享了信息，其

他成員也會對其準確性抱持懷疑態度。

此外，態度和觀念對促進信息共享也具有重要作用。以對信息所有權的認知為

例，一項網絡社區調查表明，社區成員更願意共享公認為屬於社區的信息（即公共產

品）。因而，凡是將自己視作社區一員且所掌握信息有益於社區的成員，往往樂於共

享；而置身度外者，則更傾向於獨自坐享其成。

信息共享的另外一個潛在障礙是文化差异，尤其是在把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作為

衡量個人或集體成就及人際關係尺度的社會，影響更為深遠。調查研究表明，集體主

義文化會明顯區別對待內群體和外群體成員 1。這種區別對待會進一步影響信息共享行

為，即內群體成員之間樂於共享而將外群體成員拒之門外。

建議

我們發現有幾項主要因素可能會影響決策者對與太空俱樂部的其他成員共享信息的態

度。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本次回顧範圍以外的更多宏觀因素和組織動態也會影響

1 內群體可通過與家人、朋友或同事的關係來進行界定，廣義上的內群體甚至還包括國別。集體主義者非常忠誠
于內群體成員，但厭惡和不信任外群體成員（Triandis，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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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終的決策。這些心理和動機因素突顯出幾個主要的障礙，美國空軍在致力促進太

空俱樂部的信息共享時需要加以考慮。根據考察結果，我們制定了以下四條旨在推動太

空俱樂部加強合作的建議：
建議一：向各組織說明信息共享的裨益遠大於感知風險。太空俱樂部成員可能認為與潛在

對手共享信息存在固有風險，尤其是涉及國防和情報衛星的時候。因此，關鍵的第一步

是向各組織說明信息共享的好處遠大於感知風險；同理，不共享信息的風險超過與其

他成員共享信息的風險。美國空軍可以協助（1）量化不共享信息的顯性成本及（2）論

證信息共享利大於弊。
建議二：鼓勵各組織將自身當作太空俱樂部的一員。越多的太空俱樂部成員將彼此當作競

爭對手，越不太可能公開分享信息。因此，鼓勵這些不同的組織認同自身屬於一個擁有

共同目標的共同體，有助於促進信息共享。下列方式可以幫助美國空軍建立更廣泛的群

體認同：（1）宣傳防止空間碎片導致碰撞事件的重要性，並說明這個問題會影響所有的

太空俱樂部成員（即，構建共同目標）；（2）通過表達與太空俱樂部共享技術信息和資

源的意願，表示美國希望成為合作夥伴之一；（3）軍方高層領導鼓勵所有的美國軍事

代表在各種會議和公共論壇上平等對待太空俱樂部成員，倡導合作而不是競爭；及（4）

倡導恪守現有的國際太空活動準則或協約，由此說明所有成員都隸屬於一個共同體，

受類似的指導方針規範。
建議三：將態勢感知信息作為「公共產品」使整個太空俱樂部受益。當信息被看作是公有性

質並作為公共產品的時候，其最有可能被共享。美國空軍可以通過將特定的信息類型

指定為公開信息，協助把某些重要信息歸作公共產品，在整個太空俱樂部內共享。值

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信息都要公開，各組織不會共享一切信息。所以，太空俱樂部成

員需要就哪些信息屬於可公開信息努力達成一致，在不損害各自的基礎上互惠互利。
建議四：通過一段時間內成功的信息交易及程序和系統的透明度建立，增進成員之間的互信。

鑒於太空俱樂部內的許多組織和國際機構可能將彼此當作競爭對手，最初相互之間缺

乏信任。信任需要一段時間來建立，並通過太空俱樂部成員之間持續的成功交易發展

成熟。保證用於共享信息的程序和系統的透明度，讓有關組織放心，他們提供共享的

信息是安全的，不會被用來對付他們。美國空軍可以通過下列措施協助建立這種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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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1）從最親密的盟友開始增加信息共享；（2）宣傳美國致力於提高透明度的相關

政策和程序；及（3）宣傳關於建議共享數據機制的信息。

其他考量因素

正如前文所述，其他因素也可能對在太空俱樂部內共享信息的決定至關重要。首先，

許多太空俱樂部成員（特別是國家及其軍隊）可能會擔心信息傳播的安全性，對於機

密信息或其他敏感信息尤其如此。此類信息在共享之前必須要解密或去識別處理。信

息共享可能還存在法律上的障礙。出口管制法規或反壟斷法可能會妨礙共享某些類型

的信息，不論是全面禁止還是對特定國家或公司施加限制。最後，太空作業的融資和

運作方式日新月异，可能會給信息共享帶來不可預知的影響。隨著美國國家航空航天

局（NASA）等政府機構重新重視對私人公司的融資問題，太空俱樂部變得越來越商業

化。雖然國家太空項目很容易促成合作動機，譬如訴諸於民族自豪感，但私人公司卻因

為爭奪市場份額而不太可能相互信任並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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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 言

過去六十年，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組織已經意識到太空資產的優勢所在。截至 2012年 3

月，已有十個國家能夠獨立發射無人軌道飛行器。1 更多國家也通過與他國合作，利用已

計劃發射的宇宙飛船或火箭的剩餘容量，發射所謂搭載載荷。此外，亞利安太空公司、
軌道科學公司及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等私人公司，已著手向公共部門和私營

部門提供額外的太空運輸能力。這許多的利益相關者意味著太空俱樂部是一個為多種

目的利用太空資源的多元群體：民族國家為了加強國家安全和保障經濟利益；私人公司

為了產生收益並提供更多訪問太空的機會；而科學界則利用各種太空資源進行學術研

究（Baiocchi和Welse，2011年）。

儘管各方利益相關者利用太空的動機不盡相同，但大多數都認同必須通過妥善管

理擁堵問題對太空加以維護。目前，最大的擁堵威脅來自兩顆現役衛星（或退役衛星）

意外碰撞的風險，碰撞會生成一個碎片分布場並威脅到其他的現役衛星（例如，2009

年的銥 -宇宙衛星碰撞事件）。為了處理這個問題，太空俱樂部需要有效地利用空間態

勢感知（SSA）資產，譬如追蹤空間物體的登記目錄。

目前，一些組織編制了用於追蹤在軌人造物體的登記目錄（或部分目錄）。在本文

著墨之際，「太空追蹤」網站（Space-Track.org）登記了世界各國的 3,603件有效載荷，

若連火箭箭體和碎片計算在內則是 16,276件。這些登記目錄在各自的所有者看來屬於

專有性質，但隨著軌道體系變得越來越擁擠並且當中牽涉的利益愈加多元化，他們在

與其他空間俱樂部成員共享其詳細的目錄資料這一問題上承受的壓力劇增。

誠如 2010年度的美國國家太空政策指出，當前太空俱樂部的信息共享不足並亟待

提高（白宮，2010年）。所以，有一條主要建議是，要求美國政府機構推動衛星定位數

據的共享，因為這樣一來可以預測（進而避免）潛在的碰撞事件。最近，在 2011年美

國戰略司令部（USSTRATCOM）的網絡與太空研討會上，羅伯特 ·凱勒上將指出，美

國需要與其他志同道合的航天國家結成聯盟，共同探索在危機與衝突中共享空間能力

1 這些國家包括美國、中國、法國、日本、英國、印度、以色列、俄羅斯、烏克蘭、以及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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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合太空主張、聯合太空作業及聯合太空活動等問題（科勒，2011年）。雖然應對信

息共享帶來的挑戰涉及國家和國際政策的許多方面，我們認為美國空軍（USAF）有機

會發揮領導作用，協助促進太空俱樂部的信息共享。

研究目標與方法

本文意在對有可能抑制信息共享和妨礙空間俱樂部更自由地共享空間態勢感知數據及

過程的一些主要行為和心理障礙進行探索研究。具體來說，本文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信息共享主要是面臨什麼樣的心理和動機障礙？美國空軍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推動改

善航天事業參與各方的信息共享？

在探討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主要借鑒了側重於個人層面信息共享的研究文獻，

以考察在實證性研究中發現的可能會影響決策者制定某些信息共享政策的潛在心理和

動機因素。相對於各種由民族國家等宏觀層面研究此問題的學科（如政治學）而言，這

無疑另辟了一個觀察角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太空俱樂部的背景下，更多宏觀層

面的因素和組織動態（包括本次回顧範圍以外的法律、安全和政治等問題）也將發揮

作用，影響這些心理和動機障礙最終如何體現和牽動政策決策。2同樣，決策過程的個人

化或集體化程度也會產生一定影響。

在下面的章節中，我們概括了幾項在實證文獻中認定會影響信息共享的主要心理

和行為因素，然後圍繞美國空軍可以採取哪些具體的行動來消除這些障礙提出建議。

深入瞭解這些因素，可能有助於更好地促進太空俱樂部成員之間的信息共享。特別是，

本文提出的建議對決策者實施 2010年度的美國國家太空政策應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

因為政策中指出要鼓勵信息共享及國際合作。

2 本次回顧主要專注於心理和組織行為方面的實證文獻。事實上，經濟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等其他學科也可以就
太空俱樂部成員之間的信息共享問題提供更多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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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息共享的障礙

通過回顧實證文獻，我們確定了幾個影響信息共享的重要心理和動機障礙。這些障礙

與太空俱樂部決策者們息息相關，具體內容會在以下章節中逐一探討。

在競爭環境中的合作動機

實證文獻中經常引用的信息共享主要障礙之一是對競爭與合作度的把握。舉例而言，

一個組織架構本身也需要員工之間為了資源、晉或加薪進行競爭（Hinds和 Pfeffer，

2003年）。 這樣一來，大家便會將彼此之間的關係視為一場零和博弈：要麼輸要麼贏。

事實上，權力常常被定義為對資源（例如信息 1）的獲取和控制。因此即便是為了一個互

惠互利的目標，協作及共享獨特信息也會被視為是競爭優勢和競爭力的一種潛在喪失。

研究發現，任何個人或團體倘若選擇了與他人合作，便會陷入一種動機參雜的相

互依存狀態，既競爭又合作（Tsai，2002年）。打個比方，在集體決策時，各成員常常會

抱有種種相互矛盾的合作與競爭目標或誘因 2。如彼此願意積極協作和共享有關信息，

則有望迅速達成最佳或惠及各方的決議。但同時，大家仍希望自己是率先提出決議之

人。有人曾做過一個實驗（Toma和 Butera，2009年），結果表明對決策任務的認知（合

作或競爭）會極大影響信息共享的程度。該實驗將一條完整的信息拆解成不同部分後

分發給各組員，大家只有通力協作，並完全共享自己持有的信息最終才能達成正確的

集體決議。實驗分別在合作和競爭場景下進行。在合作場景下，各組員的任務是齊心協

力提出最佳的解決方案；而在競爭場景下，各組員的任務是除了要達成集體決議，自己 

 

 

1 Galinsky、Gruenfeld、和 Magee，2003年；Pet- tigrew，1978年；Pfeffer 和 Salancik，1978年；Yukl 和 Falbe
，1991年。
2 De Dreu、Nijstad 和 van Knippenberg，2008年；Wittenbaum、Hol- lingshead 和 Botero，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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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力爭成為組內提出最佳解決方案的第一人。這樣一來，組員便會面臨合作動機和競爭

動機的雙重考驗。實驗結果證明，合作動機較強者更樂於與其他組員進行信息共享，

而競爭動機較強者則會為了成為最佳方案第一人而選擇隱瞞其持有的獨特信息。

此外，另有一項研究表明，倘若強制要求所有人進行信息共享，則無合作動機者

更有可能會撒謊或扭曲信息內容。司登利、烏茲和科寧（Steinel、Utz和 Koning，2010

年）曾做過一個與前文所述類似的決策實驗，旨在考察合作動機者或競爭動機者的信

息共享行為。合作動機者根據團隊表現予以激勵，其目標是通過相互合作達成高質量

的集體決議； 而競爭動機者根據個人表現予以激勵，其目標是超越其他組員。實驗結

果顯示，合作動機者更願意與其他組員共享信息（包括獨特的重要信息）。與此形成

鮮明對比的是，競爭動機者會對部分信息進行戰略隱瞞，尤其是重要信息，有時甚至

會扭曲共享給他人的信息內容。 此外，司登利和德勒（Steinel和 De Dreu，2004年）所

做的一系列二人組決策實驗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其中一人如果認為對方是一個值得

信賴的合作夥伴，則會向其提供更為準確的信息；相反，如果認為彼此存在競爭關係，

則會有所隱瞞或實施欺騙行為，一方面出於貪婪，而另一方面則是擔憂被對方利用所

致。因而，光有共享信息的共識還不夠，還需對參與者採取一定的激勵措施。

擁有獨特資源（包括信息）對於對組織而言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這也是一個公司

的競爭利器（Barney，1991年）。太空俱樂部內部難免存在競爭對手，例如美國與其他

國家或私人公司相互之間（如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和軌道科學公司）。因而，儘管信息共

享會令各方受益，但如果各俱樂部成員不斷將對方視為競爭對手，並認為信息共享不

利於自身目標的實現（即不願信息共享的動機），則各自旗下組織進行信息共享的可能

性也就隨之降低。

互信

如果擁有信息被視作一種競爭優勢和一項話語權，則信息共享（尤其是潛在競爭對手之

間）需要相當大的互信。在人際交往層面，互信被定義為「一種心理狀態，它包含一種

意願，即願意接受正面預期他人意圖或行為所遭致的相關後果」（Rousseau等人，1998

年，第 395頁）。在組織合作層面，互信的定義有些類似，即「合作各方對彼此可靠性

和正直性的信賴程度」（Aulakh、Kotabe和 Sahay，1996年，第 1008頁）。因此，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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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互信是促進信息和知識共享的一個重要因素 3。

在涉及私人信息共享等固有風險時，需要確保信息接收方無不良企圖且不會惡意

使用所共享的信息。舉例而言，奧萊利（O’Reilly，1978年）針對個人所做的一個模

擬決策實驗便證實了互信是信息共享的一個重要因素。他發現下屬人員倘若信任其主

管，便會與主管共享更多信息，即便這些信息對其自身很重要甚至不利也在所不惜。巴

特勒（Butler，1999年）做的一個針對談判行為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談判各方

為贏取對方的信任，也會做更多的信息交流，這反過來也有益於談判各方營造一種更

為寬鬆的信任氛圍。換言之，交流的信息越多，談判各方對彼此的信任感就越強。

這種互信對於促進組織間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佐證。人們在

彼此間缺乏互信、不瞭解共享信息用途或認為所共享的信息會對自身造成不利時，不太

可能進行信息共享 4。在太空領域，互信的重要性尤為凸顯，因為數據和衛星定位關乎國

防及情報安全。

此外，接收信息的人也未必會信賴其收到的信息。如前文所述，如果所有人處於競

爭環境下，很可能會撒謊或扭曲與他人共享的信息 5。研究人員還發現一個與這些潛在問

題類似的一個現象，即人們更願意相信一開始便獲得其信任之人所發信息的準確性 6。

研究表明，即便是在網絡社區等電子通訊過程中，互信對信息共享同樣扮演著重

要角色，這與太空俱樂部成員的交流方式有些類似。例如，一位某國公司的董事長和一

位來自其他國家的軍事領導人在未謀面的情況下，可通過電子郵件或其他類似途徑探

討太空相關事宜。「虛擬社區」可以讓人們通過網絡聚集在一起，暢聊共同關心的話題

（Ridings、 Gefen和Arinze，2002年）。此類社區不僅通過興趣愛好和知識領域進行界

定，同時還蘊藏著固有的成員概念（正式或非正式）7，這也就意味著參與者肩負了對社

區的一份責任，經由集體行為規範或其他更為明晰的規章制度予以約定。

通過這項研究可以看出，網絡社區的互信主要可通過兩種方式來建立：身份介紹

（即提交個人信息）和即時響應（即快速響應他人發布的消息）。人們往往更願意信任

多少有些知根底的人。所以，那些身份顯貴者會更樂於介入和參與社區互動。馬（音譯）

和阿格沃爾（Agarwal，2007年）發現，通過在網絡信息共享系統中增加個人知名度也

有助於提升其共享的信息量。歸根結底，還是互信對於網絡社區的重要性所系。畢竟， 

3 Dirks 和 Ferrin，2001年；Hinds 和 Pfeffer，2003年 ; Panteli 和 Sockalingam，2005年；Zand，1972年。
4 Bock et al.，2005年；Buckman，1998年；Orlikowski，1993年；Pan 和 Scarbrough，1999年。
5 Steinel 和 De Dreu，2004年；Steinel、Utz 和 Koning，2010年。
6 Benton et al.，1969年；Roberts 和 O’Reilly，1974年。
7 Ardichvili、Page和Wentling，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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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素未謀面，對於彼此的瞭解也僅限於在社區中所共享的內容。曾經對 36個虛擬

社區做過一個調查，結果顯示大家交流信息尤其是獲取信息的意願度，很大程度上取

決於彼此之間的信任感（Ridings、Gefen和 Arinze，2002年）。這種信任感通過響應

和信賴他人的意願便可窺知一二。

由此可以看出，太空俱樂部成員之間如果對於共享信息的使用及準確性缺乏互

信，則很難建立合作關係，並且這一問題在考慮與俱樂部內的潛在競爭對手確立合作

時還可能會被放大。

對於組織間的關係及聯盟，學者也秉持與前文所述一致的論調，紛紛強調了互信的

重要性 8。同時還聲稱，一旦缺乏互信和承諾，無論這種聯盟的建立可以給各方帶來多大

的利益或多麼的順理成章，遲早會分崩離析。即便勉強維繫，也無法充分發揮其戰略潛

力（Cullen、Johnson和 Sakano，2000年，第 224頁）。這種互信包括對合作夥伴的可
靠性信任，即相信夥伴有「履行其義務的意圖和能力」（第 225頁）;以及善意的信任，即
「相信合作夥伴會本著誠信原則對待聯盟及其他合作夥伴的相關事務」（第 225頁）。

不過，考慮到國防和間諜衛星的存在，出於保密和安全的原因，太空俱樂部成員

間很難建立起完全的互信關係。當然，倘若成員間毫無互信可言，信息共享也就成了空

談。即便有成員共享了信息，其他成員也會對其準確性抱持懷疑態度。

對此，研究人員指出，互信的建立需要時間，絕非一蹴而就。各方可通過不斷進行

有關交易來逐漸增進彼此的信任 9。正如贊德（Zand，1972年）指出的那樣，信息的成

功交流有助於營造互信氛圍，進而推動更多的信息交流。他把這稱作「螺旋式增強模

型」。隨著時間的推移，太空俱樂部各成員之間便有望建立起互信關係，促進信息共

享的順利開展。

知識作為公共產品

決策者對於信息本身所抱持的態度和觀念也會左右其信息共享的決策。舉例而言，在

個人層面上，一些研究表明，對信息所有權的看法是影響信息共享決策的重要因素。

康斯坦特、凱斯勒和斯普勞爾（Constant，Kiesler和 Sproull，1994年）曾做過一項研

究，參與者被要求閱讀幾篇短文，內容講述的是某個同事向其尋求幫助。他們發現，如

果參與者認為這名同事所需的信息屬於組織而非個人，則會樂意與他人共享。由此可

以看出，提倡信息歸屬於太空俱樂部集體的做法有助於促進信息共享。

8 Aulakh、Kotabe 和 Sahay，1996年；Cullen、Johnson 和 Sakano，2000年；Das 和 Teng，1998年；Ring 和 van 
de Ven，1992年。
9 參見 Butler，1999年；Cullen、Johnson 和 Sakano，2000年；Ring 和 van de Ven，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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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網絡社區的研究也發現，人們很樂意共享公認的歸屬於社區的信息，即公共產

品。如果信息作為公共產品的意識存在，「驅動人們進行信息交流的不是狹隘的自身利

益，而是出於道義和社區利益」（Ardichvili、Page和Wentling，2003年）。當然，社區

架構也可能會影響個人對於這種意識的態度。孫（音譯）等人（2010年）曾把網絡社

區分為兩類 : 關系型虛擬社區（RVC）和交易型虛擬社區（TVC）。在關系型虛擬社區

中，信息共享被視為一種社會交流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種人際關係問題，例如

互惠、身份和規範；而在交易型虛擬社區中，信息共享主要以利益交換為準則，成本效

益權衡是信息共享的主要動機。兩種截然不同的動機主要源於社區的創建目的不同。

關系型虛擬社區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信息共享來促進人們的社交活動和增進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而交易型虛擬社區則是發掘和強化共享信息的經濟價值。需要指出的是，大

多數信息共享研究基於的是關系型虛擬社區。而信息對於關系型虛擬社區而言通常是

公共產品，但對於交易型虛擬社區而言則成了私有財產。

舉例而言，曾經有研究人員專門對一大型跨國公司內部的多個網絡社區進行了

研究。這些社區主要由員工自主創立，用於共享相關業務知識。通過參與調查的社區

員工反饋來看，大家視為公共產品的業務知識更「易於流轉」（Ardichvili、Page和

Wentling，2003年）。

雖然上述研究結果針對的是個人之間的信息共享，但組織之間的信息共享也存在

類似動機。換言之，如果組織的領導或決策者將該組織視為某個社區的一員，並且其

掌握的信息可令整個社區獲益，則他們更有可能會慷慨解囊，貢獻出來與他人共享。

文化差异

信息共享的另外一個潛在障礙是文化差异。文化可以被定義成同一地域、同一時代及

講同一語言的人們在認知、判斷、評估、交流和行動時所運用的各類標準的共通成份

（Triandis，1996年，第 408頁）。文化通常是按國家或地區來進行審視，例如美國和日

本。與組織間的關係和聯盟最緊密相關的文化差异維度要數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即

社會對個人相對於集體的態度。10  對個人主義而言，注重的是個性化和個人權利。個人

 

 

10 此處探討僅聚焦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事實上，文化差异維度還包括權力差距、不確定性規避和性別差异
（Hofstede，1980年）。權力差距指一個國家人與人之間平等或不平等的程度。不確定性規避指一個社會中對不確
定性和含糊性（即情形未知）的容忍程度。最後，性別差异指社會中衡量傳統男性成就、控制和權力的程度。自初
始創立以來，這些文化維度的含義在不斷演變，並廣泛用于各類研究，藉以探索文化差异會對行為、認知過程、
社會交往等各方面造成什麽樣的影響（參見 Berry、Segall 和 Kagitcibasi，1997年；Bond 和 Smith，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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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文化強調要照顧好自己或直系親屬，關注的是個人成就和獨立自主。相反，集體主

義文化則注重集體利益並強調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在處理內群體和外群體成員關

係上也存在顯著的差异，強調維護內群體內的人際關係及和諧。所謂內群體是指某人
內心認同並自認為屬於其中一員的社會群體，而外群體是指與之毫無交集並且也無意
成為其中一員的社會群體。11

學者認為，個人主義文化和集體主義文化在對待內群體和外群體問題上的差异，

可能會影響信息共享行為 12。整體而言，集體主義者相較個人主義者更易於與他人開

展合作及共享信息。儘管如此，集體主義者還是會區別對待內群體成員或親密人員

與外群體人員。內群體可通過與家人、朋友或同事的關係來進行界定，廣義上的內群

體甚至還包括國別。集體主義者非常忠誠於內群體成員，但厭惡和不信任外群體成員

（Triandis，1989年），因此樂於與內群體成員共享信息而將外群體成員拒之門外。不

過，個人主義文化不存在這樣明顯的區別對待。相反，個人主義者會同等地與內群體

成員和外群體成員進行信息共享，尤其是服務於自身目的時。

為數不多的研究者曾探究過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對信息共享可能性的影響，周、

鄧與何（音譯）（Chow、Deng和 Ho，2000年）便是其中的踐行者，他們試圖考察兩種

文化背景的人在商務場景下表現出的信息共享差异。參與者分別來自奉行個人主義文

化的美國和奉行集體主義文化的中國。他們給參與者設置的商務場景是：有個同事請

求協助獲取某行業銷售人員的聯繫方式，該同事可能是內群體成員或外群體成員。隨

後針對各自所屬公司員工通常會如何應對向參與者提了一系列問題。結果表明，中國參

與者與外群體成員共享信息的意願度明顯低於美國參與者，完全符合前文所述的文化

特徵。

阿迪奇威利等人（Ardichvili等人，2006年）也針對文化差异對網絡實踐社區中知

識共享的影響做了一個定性研究。研究人員在一家跨國公司找了三個不同地點（中國、

巴西和俄羅斯）的員工，就其所在部門及有關知識共享事宜進行了訪談。這三群員工均

是受集體主義文化影響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正如預期的那樣，中國員工在對待內

群體成員和外群體成員的方式上存在明顯差异。俄羅斯員工表示可自由的與當地辦公

室的員工（近似於內群體成員）進行知識共享，但同時表示也願意與其他地方的同事 

 

 

11 Hofstede，1980年；Triandis，1989年；Triandis，1995年；Triandis、Bontempo 和 Villareal，1988年。
12 Ardichvili et al.，2006年；Chow、Deng 和 Ho，2000年；Hutchings 和 Michailova，2004年；Michailova 和 
Hutchings，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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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信息共享，因為他們都為是這個公司的一份子而感到驕傲（第 103頁）。相比之下，

巴西員工雖然表示會與公司同事自由的共享信息，不過同時他們也將當地經銷商和來自

美國的外派員工視為外群體成員。據他們所述，他們不大願意接受這些經銷商或外來

人員負責管理當地知識共享社區，儘管這些美僑是同一公司的同事。

雖然這些研究結果聚焦在個人之間的信息共享，但文化差异尤其是個人主義和集

體主義的差异，也會影響到組織領導者或決策者對於組織之間信息共享的決策。具體

而言，集體主義文化會區別對待內群體成員和外群體成員。這種區別對待會進一步影

響信息共享行為，即內群體成員之間樂於共享而將外群體成員拒之門外。

個人觀念的作用

關於個人信息共享方面的研究發現，某些個人觀念會對共享意願造成影響。不過，這

些研究結果重點關注的是個人信仰，不適合用於解釋組織或國家層面的信息共享動

機。在此提及的目的主要是想說明存在其他會對信息共享構成重要影響的心理因素。

研究人員何與魏（音譯）（He和Wei，2009年）認為個人觀念是維繫知識共享系統和

社區的主導力量，阿迪奇威利、裴吉和溫特林（Ardichvili、Page和Wentling，2003年）

也指出部分知識共享障礙並非自私自利所致。相反，人們願意為了社區利益而有所作

為，之所以舉棋不定是因為擔心自己無法為社區貢獻有用的知識。舉例而言，某個專

業虛擬社區成員通常不願發布他們認為無關緊要、不相干或有誤的信息，而新加入的

成員更認為自己位卑言輕，達不到貢獻知識的資格。這種個人地位觀念很可能會妨礙

信息共享。自認不夠格者共享信息的意願相應的也就比較低（Hinds和 Pfeffer，2003

年）。很多人認為要想貢獻知識，就需要努力把自己打造成行家（即達到更高等級） 

（Ardichvili、Page和Wentling，2003年），達不到這個標準或等級便不會進行知識共

享 13。生怕共享的內容品質低劣，有失顏面。

這些關於信息共享的個人觀念和動機有可能是受社會因素的影響所致，例如社區

或組織架構的限制。有人建議將社會認知論（Bandura，1986年）用於解釋社區規範 

 

 

 

13 影響網絡社區信息共享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個人身份問題（Ma 和 Agarwal，2007年；Raban 和 Rafaeli，2007
年）。在網絡社區中向他人介紹自己的身份固然有助于增進互信和相互理解，但這在多大程度上促進組織或國家
層面的信息共享則是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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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會因素對虛擬社區信息共享造成的影響（Hsu等人，2007年）。其中的兩個主要因

素「社會自我效能感」和「結果預期」被認為是信息共享行為的主要推動力。自我效能
感指對自己是否能夠完成某一既定行為（例如提供有用信息）的主觀判斷。許（音譯，
Hsu）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在網絡社區中人們越覺得自己的貢獻有價值，也就越可能

會參與信息共享。結果預期指對自己行為所產生的結果的預期。通常人們都會期望自己
在社區中的付出能夠帶來一定的回報。例如，在交易型虛擬社區中，人們會期望明確的

經濟回報 ; 但在關系型虛擬社區中，人們對社區的傾情貢獻換回的可能是內在回報，如

等級的提升。

一項針對各類虛擬社區個人成員所做的在線調查（Lin、Hung和 Chen，2009年）

發現，自我效能感可以預測知識共享行為 ; 而且相信知識共享可以產生正能量的人（如

提升人際關係）更願意進行知識共享。因而，有必要在太空俱樂部等特定社區內制定

並實施相應的激勵機制。這就好比一個人，如果他所共享的信息得到了正面反饋，他會

感覺到自己的價值獲得了認同並願意今後實施更多的共享。

學者也曾把社會認知論與其他理論模型相結合，以解釋社會因素對網絡信息共享

態度和行為造成的影響。林、黃和陳（音譯）（Lin、Hung和 Cheng，2009年）曾將社

會認知論用作知識共享綜合研究模型的基礎。該模型指出，環境因素會影響個人的態

度和動機，這反過來又影響社區個人成員的行為。通過對三個專業虛擬社區的調查發

現，個人對於知識共享的觀念（知識共享自我效能感、感知相對優勢和相容性）確實

會對知識共享行為造成較大影響。此外，調查結果還表明，個人互惠不會直接影響知

識共享但有助於建立互信。林等人認為，與個人互惠相比，廣泛互惠（共享回饋者不一

定是知識接收方而可能是第三方）在專業虛擬社區中更為常見，因為網絡社區中更多

進行的是大眾互動而非一對一互動。因而，人們在自由共享的同時，也希望不時收到社

區內其他人的回饋。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親社會動機在網絡社區中的形成過程，以及

如何推動信息共享活動。不過，本部分所探討的社會因素未必適用於組織或國家之間

信息共享的領導者或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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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與建議

美國戰略司令部意識到，支持合作信息共享有助於促進太空作業安全（McLeod，2012

年）。作為美國戰略司令部的太空和網絡空間力量，空軍太空司令部是太空俱樂部中得

益於信息共享的主要組織之一。

組織之間合作或聯盟的實例屢見不鮮。儘管各組織可能希望獨立行事，但經常會

遇上需要獲得自己不具備的必要資源或信息的情況，這時候就必須與其他組織合作或

接觸（Galaskiewicz，1985年）。此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速，如今商業機構之

間乃至國際政府機構之間的聯盟也比比皆是 1。

通過回顧相關的實證文獻，我們發現在個人層面上有幾項主要因素可能會影響領

導人或決策者准許向太空俱樂部的其他成員共享信息的動機和抉擇。其中包括合作

與競爭的社會動機、互信、對信息共享的態度（例如，信息歸作私人產品還是公共產

品），以及文化差异。另一方面，本次回顧範圍以外的更多因素和組織動態也會影響到

最終的決策。但是，這些心理和動機因素突顯出幾個主要的障礙，美國空軍在致力促

進太空俱樂部的信息共享時需要加以考慮。

建議

下面，我們為美國空軍提供了四條行動建議，以消除上述潛在的障礙並協助促進太空

俱樂部的信息共享。

建議一：向各組織說明信息共享的好處遠大於感知風險

太空俱樂部成員可能認為與潛在對手共享信息存在固有風險，尤其是涉及國防和情報

衛星的時候。因此，關鍵的第一步是向各組織說明信息共享的好處遠大於感知風險；

同理，不共享信息的風險超過共享信息的風險。因此，太空俱樂部成員要瞭解信息共享

1 Dyer、Kale和 Singh，2001年；Hamel、Doz和 Prahalad，1989年；Ring和 van de Ven，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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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為其帶來什麼好處，而且共享信息的風險微乎其微。這一點尤為重要，最終有助於

打消當事者對於喪失競爭優勢、安全及敏感信息泄漏等問題的恐懼與憂慮。

美國空軍可以採取以下具體行動，向太空俱樂部成員說明信息共享的長期優勢：

1. 量化共享信息的顯性利益。

2. 論證信息共享有益無害。

建議二：鼓勵各組織將自身當作太空俱樂部的一員

我們在回顧過程中發現，信息共享面臨的一個重要的潛在障礙是太空俱樂部成員可能

將彼此當作競爭對手。所以，他們可能認為自己擁有的信息具有經濟價值或者屬於專

有性質，而共享信息有可能導致喪失競爭優勢，自然就不太可能公開分享信息。同樣，

關於文化差异的研究發現，在內群體成員與外群體成員有著明顯區別的集體主義社

會，個人不太可能與所謂的外群體成員共享信息。因此，集體主義文化下的組織也不太

願意與太空俱樂部的其他組織和國家機構共享信息，因為他們被視為外群體成員。

鼓勵不同組織將自身當作擁有共同目標的同一內群體（即太空俱樂部）的成員，可

能有助於克服上述障礙。如前文所述，當個人將彼此視為同一群體的成員（而非競爭

對手）時，各個成員之間就可以共享更多信息 2。同樣，關於網絡實踐社區的研究發現，

當成員認為對社區負有義務並且有關信息將使整個社區受益的時候，他們很有可能會

共享信息（Ardichvili、 Page和Wentling，2003年）。因為許多這樣的網絡社區是自發

形成的（Ridings、Gefen和 Arinze，2002年），這意味著其增長模式是有機增長而不

依靠外部組織，所以，不僅要考慮如何促進現有空間俱樂部的信息共享，還要將其構

建和維持放在首要位置。因此，培養群體認同對於創建社區本身至關重要。

在心理學上，有一系列研究側重於群體認同在群際偏見中的作用 3。個人越是能夠

將自身當作同一內群體的成員並且為了共同的目標合作，產生群際偏見和相互競爭的可

能性就越小（Gaertner和 Dovidio，2000年；Sherif，1966年）。同樣，海因茲和費弗爾

（Hinds和 Pfeffer，2003）也強調鼓勵個人將自身當作組織的一員非常重要，這樣可以

減少群際競爭，同時增加組織內的知識共享。最後，對全球社區這一概念的社會認同

愈高，貢獻的全球公共產品越大，而不計較彼此的貢獻大小（Buchan等人，2011年）。

所以，在更高層面上或在太空俱樂部的背景下也體現出群體認同的重要性。

美國空軍可以採取下列方式推動建立更廣泛的群體認同並進而促進信息共享：

2 如 Steinel、Utz和 Koning，2010年；Tom和 Butera，2009年
3 如 Gaertner和 Dovidio，2000年；Sherif，1966年；Tajfel和 Turner，1986年；Turner，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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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傳防止空間碎片導致碰撞事件的重要性，並說明這個問題會影響所有的太空俱

樂部成員（即，構建共同目標）。

2. 通過表達與太空俱樂部共享技術信息和資源庫的意願，表示美國希望成為合作

夥伴之一。

3. 軍方高層領導鼓勵所有的美國軍事代表在各種會議和公共論壇上平等對待太空

俱樂部成員，倡導合作而不是競爭。

4. 倡導恪守現有的國際太空活動準則或協約，由此說明所有成員都隸屬於一個共

同體，受類似的指導方針規範。

上述行動旨在太空俱樂部建立更廣泛的群體認同感，即構建共同目標。這樣有助

於鼓勵合作和信息共享，同時抑制競爭和不信任。

建議三：將態勢感知信息作為「公共產品」使整個太空俱樂部受益

信息共享的另一個潛在障礙是，太空俱樂部成員究竟將其掌握的信息和數據看作私

有還是公有性質。通常認為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很可能被共享（Ardichvili、Page和

Wentling，2003年）。此外，以合作為主題創建並推崇廣泛互惠的社區，也會宣揚將信

息作為公共產品的意識（Sun等，2010年）。這些社區的發展正是建議二的既定目的。

然而，將特定的信息類型具體指定為公共性質也是大有裨益。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信息都要公開，各組織不會共享一切信息。所以，太空俱

樂部成員需要就哪些信息屬於可公開信息努力達成一致，在不損害各自利益的基礎上

互惠互利。各組織是否共享最相關的技術資料，以及共享的信息是否可靠、及時和完

整，這個問題同樣重要。最後，安全處理私人信息的技術和協議現已存在，太空俱樂部

應該調查使用。

建議四：通過一段時間內成功的信息交易及程序和系統的透明度建立成員之間的互信

信任對各種情況下的信息共享都至關重要，包括談判、決策、網絡實踐社區、以及建

立組織聯盟 4。具體來說，參與各方需要信任彼此抱有正面的動機，並且共享的信息不

會造成負面或不利影響，這直接影響到他們共享信息的意願。

在空間俱樂部成員之間建立互信有兩種主要的方式：一段時間內成功的信息交

易；用於信息共享的程序和系統要透明。鑒於太空俱樂部內的許多組織和國際機構可

4 如 Aulakh、Kotabe和 Sahay，1996年；Bock等，2005年；Buckma，1998年；Cullen、Johnson和 Sakano，
2000年；Das和 Teng，1998年；Dirks和 Ferrin，2001年；Hinds和 Pfeffer，2003年；Orlikowski，1993年；Pan
和 Scarbrough，1999年； Panteli和 Sockalingam，2005年；Ridings、Gefen和 Arinze，2002年；Ring和 van de 
Ven，1992年；Zand，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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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彼此當作競爭對手，最初相互之間缺乏信任。因此，這種信任需要一段時間來建

立，並通過太空俱樂部成員之間持續的成功交易發展成熟 5。贊德（Zand，1972年）指

出，隨著信息的成功交易，可以營造出一種互信的氛圍，並進一步促進未來的信息共

享。由此還衍生出一種信任螺旋式增強模型。除此之外，保證用於共享信息的程序和

系統的透明度，可以讓有關組織放心，他們提供共享的信息是安全的，不會被用來對

付他們。此外，提高人們對自身知識共享能力的信心（例如，通過提供指導方針和培

訓），已被證實是共享信息的一種動力（Lin、Hung和 Chen，2009年）。

美國空軍可以採取下列具體行動，在太空俱樂部成員之間建立互信：

1. 從最親密的盟友開始增加信息共享。

2. 宣傳美國關於信息共享的政策和程序。

3. 宣傳關於共享數據、太空俱樂部成員之間溝通以及保護敏感數據的建議機制。

與上述建議不謀而合，美國軍方領導人最近似乎隱約感到穩步建立互信和透明度

的重要性。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爾 ·馬倫上將在《紐約時報》撰文呼籲提高美中

軍事關係的透明度。他主張雙方應開展更頻密的對話、軍事演習、高層領導之間以及

青年軍官之間的人員交流。對於青年軍官，他總結道：「他們肩負著兩國建立更深層次、

更有意義的互信關係的重大使命」（Mullen，2011年）。

其他考量因素

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我們從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的角度提出了幾條旨在加強太空俱

樂部內信息共享的建議。正如前文所述，其他因素也可能對在太空俱樂部內共享信息

的決定至關重要。首先，許多太空俱樂部成員（特別是國家及其軍隊）可能會擔心信息

傳播的安全性，對於機密信息或其他敏感信息尤其如此。此類信息在共享之前必須要

解密或去識別處理。保證信息安全或保密（特別是對軍事或情報機構來說）的壓力也可

能會阻礙信息共享。例如，有關組織一方面想要隱瞞其國防或情報衛星的相關信息，另

一方面卻可以受益於其他衛星的共享信息。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使用公共產品或搭便

車來描繪和理解這種兩難困境。例如，個別組織可能認為信息共享的益處頗多，不論 

 

5 Butler，1999年；Cullen、Johnson和 Sakano，2000年；Ring和 van de Ven，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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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搭便車者（其同樣享受信息作為一種公共產品的好處）他們都願意共享信息，儘

管還是懷有對某些信息保密的想法。

信息共享可能還存在法律上的障礙。出口管制法規或反壟斷法可能會妨礙共享

某些類型的信息，不論是全面禁止還是對特定國家或公司施加限制。為了規避此類限

制，可以尋求其他形式的國際合作來增加信息共享。

最後，太空作業的融資和運作方式日新月异，可能會給信息共享帶來不可預知的

影響。隨著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政府機構重新重視對私人公司的融資問

題，太空領域將迎來巨大的市場機遇，太空俱樂部已變得越來越商業化。雖然國家太

空項目很容易促成合作動機，譬如訴諸於民族自豪感，但私人公司卻因為爭奪市場份

額而不太可能相互信任並通力合作。融資結構上的競爭日趨激烈，只會加劇這個問題。

企業間的太空競賽（如月球 X獎）似乎也不利於合作的開展，因為只有少數優勝者可以

獲得大獎。太空俱樂部成員之間能否成功共享信息，可能取決於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

決潛在的合作障礙，其中包括我們在回顧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研究文獻中發現的障礙

以及未來太空作業發展趨勢中出現的障礙。

美國空軍或致力於應對這些挑戰的其他組織機構，可以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尋

找相互競爭的組織在一個共同目標下開展合作的案例。在私營部門，開放手機聯盟是

一個囊括谷歌、戴爾、英特爾及三星等大型科技公司的移動設備標準聯盟。該聯盟主

要開發了應用廣泛的移動電話平台——安卓（Android）。與空間態勢感知直接相關的

案例是《空間與重大災害國際憲章》，該機制提供來自各種私人公司和政府航天機構的

衛星數據，用於應對重大災難。最近，海地、新西蘭及日本的救災工作都以該憲章為准

據。這些國際合作及公私合作案例，對於促進太空俱樂部的文化和行為轉變具有借鑒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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